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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度的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丰硕，是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山西
绛县西吴壁、甘肃敦煌旱峡玉矿、河南偃师商城、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等遗

址的发掘，取得喜人收获。在手工业生产、墓葬、生业、都邑、封国、区域文化格局与交

流互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相关简报和研究论文近４００篇，报
告、专著和图录７０余部。召开了 “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６０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 ‘夏文化’国际研讨班”“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

会”“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

国际研讨会”等学术会议，景象繁荣。

一　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２０１９年度公布了许多关于夏商周考古的新材料，涉及地域范围较广。
具体看来，河南、河北地区，《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区域系

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系统地展示了洛阳盆地中东部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的考古

成果。其中涉及了较丰富的三代时期遗存，展示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国家产生的发展过

程，为研究伊洛地区复杂社会的兴衰演变增添重要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河南鹤壁辛

村聚落遗址 （《河南鹤壁辛村聚落遗址》，《大众考古》第６期），其主体遗存年代为西周
至战国时期，是一处集手工业作坊、建筑基址、祭祀区于一体的大型聚落遗址。《邯郸薛

庄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报道了河北邯郸薛庄遗址的发掘资料。遗址以先商和晚

商遗存为主，为进一步了解冀南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文化面貌等提供了重要

信息。

晋陕甘地区公布的新材料较多。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考古成果是夏商考古的一项重

大突破，为学者们高度关注。此遗址地处中条山北麓，发现丰富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

冶铜遗存。其与附近的壕沟、房址、窑址等遗迹，以及铜炼渣、残炉壁、矿石、鼓风嘴、

坩埚等冶铜遗物，显示出较为完整的冶铜生产链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２０１９年春季考
古再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腹心地
区正式发掘的冶铜遗址，为深入探索夏商时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和生产方式，以及夏商王朝

对战略资源的控制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山西平陆虞国故城遗址调查简报》（《中原

文物》第６期）报道了山西平陆虞国故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出土有龙山、两周和
汉代的遗存。其中周文化遗存从西周中晚期延续至战国时期。《陕西旬邑县枣林河滩遗址

商周时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第１０期）显示，该遗址文化面貌与长武碾子坡遗址相

９４



似，年代主要集中在殷墟三期至商末周初阶段，为研究区域文化格局及周文化形成过程等

增添了新证据。甘肃宁县遇村遗址较丰富居址遗存的发现 （《甘肃宁县遇村遗址２０１８年
发掘收获》，《大众考古》第４期），以及在该县境内所开展的考古调查 （《甘肃宁县石家

墓地２０１８年考古调查》，《大众考古》第６期），连同石家墓地发掘的诸多收获，共同构
成了近年陇东两周考古的亮点。其对于解构陇东地区先秦时期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变迁与

融合，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此外颇值得关注的有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的考古收

获。该玉矿遗址的功能区划分明显，分布具有规律，呈现出山体顶部设岗哨、中部开矿

坑、底部建房址和选料区的组合特征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考古与

文物》第４期），先后为早期四坝和齐家文化、骟马文化早期人群所经营。这是国内目前
可确定的年代最早的玉矿遗址，对于古代采玉活动及其作业模式，以及中国古代 “西玉

东输”等问题的研究，有着宝贵的学术价值。

苏皖地区有较丰富的史前至两周时期考古材料的发布。江苏无锡梅里遗址发现大量商

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包含有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和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这一

类型的遗存在梅里古镇区域尚属首次发现，可能与 “泰伯奔吴”的史实有关 （《无锡公布

梅里遗址考古重大发现》，《新华日报》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江苏沭阳吕台遗址所发现的
两周时期遗存，显示出宗周文化和南方吴越文化的因素，可能为徐淮夷方国文化研究提供

有价值的资料 （《江苏沭阳吕台遗址考古勘探和试掘简报》，《东南文化》第５期）。《句
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句容寨花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和 《金坛薛埠土墩墓

群发掘报告》三部报告 （文物出版社），对２００５年在江苏省金坛市、句容市发掘的商周
时期土墩墓资料作了全面公布，为土墩墓形制结构、分期分区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

据。安徽阜南迎水寺遗址发现了灰坑、房址、铸铜和制骨手工业作坊等遗迹，遗址功能区

划分较明确、清晰。年代为龙山晚期、商代和西周时期。其中夏商之际的遗存是淮河流域

北部地区的首次发现 （《安徽阜南迎水寺遗址发现龙山到西周遗存》，《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２９日）。《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公
布多处马家浜文化时期至两周时期遗址，有助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

期社会变迁进行深入研究。

浙闽地区三代时期的考古发现可谓不甚丰富。浙江宁波奉化方桥何家遗址发现少量商

周时期遗存 （《浙江宁波奉化方桥何家遗址２０１７年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１期）。福
建荆溪芝山遗址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房址与灰沟，并有陶器、原始瓷、石器和建筑构件

等遗物 （《福州市荆溪芝山遗址２０１５年试掘简报》，《福建文博》第４期）。福建博物院和
浦城县博物馆公布了浦城县猫耳山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材料，其中涉及青铜时代早期的

遗存 （《浦城县猫耳山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福建文博》第１期）。江西金溪石
岭山遗址考古调查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存。遗存以陶鼎足、小方格纹硬陶器为代表

（《江西省金溪县石岭山遗址考古调查简报》，《南方文物》第６期）。曾丽和严振洪对江西
抚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和年代序列进行分析。依据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他们

认为此地区主体遗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夏至早商时期、晚商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至

春秋早期，分别属于樊城堆文化、江西夏时期文化、万年类型晚期阶段、神墩—磨盘墩类

型 （《江西抚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年代初步认识》，《南方文物》第６期）。郑建
明对新世纪前十年浙江先秦时期考古工作进行回顾，主要关注越文化考古，包括大型聚落

遗址，大型城址，早期土墩墓，手工业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等几个方面，是对浙江先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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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考古工作较系统的归纳梳理 （《新世纪头十年浙江先秦时期考古的新进展》，《古代文

明》第１３卷）。
在内蒙古地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出朱开沟文化晚期的灰坑和房址，以及东周

时期的墓葬，出土陶、石、铜、铁、骨器等遗物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

掘简报》，《文物春秋》第１期）。乌拉特后旗布尔汗山遗址和达拉盖沟遗址调查发现青铜
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居址和岩画等遗迹，确定亚腰形石板墓为青铜时代晚期遗

存，可能属特布希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布尔汗山遗址和达拉盖沟遗址调查报

告》，《西部考古》第１７辑）。
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三代时期的遗存见于报道。湖南羊舞岭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

到早期商文化阶段的遗存，对完善资江中下游地区的年代谱系和探讨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地

区的传播具有宝贵价值 （《湖南益阳羊舞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Ｂ、Ｃ区）》，《湖南考古
辑刊》第１４集）。云南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遗址商周时期石寨山文化居址的发现，为全
面认识该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新线索 （《云南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青铜时代贝丘遗址试掘简

报》，《江汉考古》第２期）。辽宁沈阳北崴青铜时代遗址和辽宁大学百鸟公园遗址发现了
新乐上层文化遗存 （《沈阳北崴青铜时代遗址２０１６年调查与试掘简报》《沈阳辽宁大学百
鸟公园遗址２００５年考古发掘简报》，《沈阳考古文集》第７集）。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１
处大型居址组合和４座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葬，为研究该地区乃至亚欧草原地区青铜
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资料 （《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９日）。《新疆洋海墓地》（文物出
版社）、《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

告集 （第一辑）》（科学出版社）和天津蓟州塘坊遗址 （《天津蓟州塘坊遗址考古发现夏

商等不同时期遗存５０余处》，《光明日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２日），对三代时期的遗存也有相
关报道。

２０１９年度有多部三代考古综合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出版。李学勤 《中华古代文明的

起源：李学勤说先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选有３４篇作者既往发表的论著。
此书站位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整体视角，内容涵盖甲骨文、青铜器、简牍、帛书、封国

文化等，并对虞夏商周研究，甲骨学、青铜器分期研究诸学术命题进行导引展望，甚具启

发性。《林禨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考古学、文字、古史三卷，收录作者已发表的

研究文章，集中反映了其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对三代考古的有益贡献。秦小

丽 《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以陶器

风格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分区，并结合数量分析的方法，尝试以新的视角即陶器风格的

时空变化，来阐释国家形成期地域间的关系，为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收录了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

讨会提交的论文，共２１篇。主要讨论印纹陶、原始瓷、玉石兵器、铜器等文化类型品的
发展与演变，并涉及了吴越文化，古舒国的文化传播、变迁等议题，是对南方先秦考古成

果的一个系统展示。杨建军 《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岭南

地区商周墓葬的分期及其文化面貌等，作了较深入研究。方勤 《曾国历史与文化———从

“左右文武”到 “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近年新发现考古资料以及出土文

献，结合传世文献，对曾国历史进行了梳理，是近期关于曾国研究的一部集结性成果。宋

亦箫 《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以新疆东部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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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献学资料，对新疆东部青铜时代的文化谱系、新疆东部

及相关地区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刘丽 《两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

究》（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分析了两周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婚姻

关系，对于探究两周时期政治形势变化发展及其社会转型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具有重

要价值。

专题研究论文方面，许宏以东北地区为例讨论了 “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

（《论 “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聚才揽粹著新篇———

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谢肃对三代聚落进行了简要阐述 （《三代

聚落述略》，《三代考古 （八）》）。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５～２６日，“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以
“夏商时期聚落与环境”为主题，通过对盘龙城及其他相关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梳理，

探讨了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的联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问题 （《盘龙城与长江文

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８月３０—３１日，
“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滕州召开。内容主要涉及苏鲁豫

皖四省区域近年来商周时期考古新发现、徐淮地区商周时期文化交流、苏鲁豫皖地区区域

文化因素分析及商周时期相关专题研究，包括青铜器及铭文、陶礼器、盐业、手工业和科

技考古等 （《聚焦徐淮区域，再掀研究热潮——— “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

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国学院、日
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和亚细亚流域文化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研究

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 “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楚文化考

古研究、楚地出土资料研究、楚国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等三个方面展开研讨，成

果颇丰 （《“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江汉考古》第２期）。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７～８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 “李学勤先生学术成

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百余位专家学者深入总结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

想，探讨古文字、古文献、古史、考古学等与中国古代文明息息相关的学术问题 （《江汉

考古》第６期）。此外，《国际汉学》（第２期）、《文物天地》（第４期）、《中国史研究动
态》（第５期）等杂志均邀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撰文，追述李学勤先生对曾国考古、湖北文
物考古的贡献，畅叙先生的治学特点，回忆与先生的亲切交往，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二　夏代

２０１９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
发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发掘等，掀起了夏文化研究
的新热潮。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研究的重点，所涉及的成果十分集中。

在考古材料方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王营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水井遗存的

材料。因为发现水井中包含有陶捏沿罐、尊、擂钵等器物，发掘者推定这些水井为生活用

井。此发现丰富了南阳盆地夏文化的内涵 （《河南南阳市王营二里头文化水井发掘》，《华

夏考古》第３期）。山西灵石县逍遥遗址发现了较丰富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为认识晋
南至晋中灵石口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值得珍视的资料 （《山西灵石县逍遥遗址发掘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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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古》第１期）。
２０１９年度正值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６０周年，学界十分重视对二里头六十年考古发

掘、研究历程的回顾总结，以及对夏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

许宏、袁靖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

古历程、年代、聚落形态、生产生活、社会文化、保护利用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赵海涛、许宏等 《二里头遗址发现６０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对二里头遗址发现６０年
以来所做的考古发掘、研究、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等工作进行了回顾、反思及展望 （《中

原文物》第４期）。许宏、贺俊 《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对二里头遗址发现与研究６０
年来所采用的发掘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物质的分期和文化谱系的

研究到聚落形态、经济贸易、社会结构、文明进程等社会形态研究的过程 （《二里头：从

田野到阐释》，《南方文物》第２期）。贺俊的 《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

问题》，回顾了对二里头文化性质从 “二里头西亳说”到 “二里头全为或主体夏都说”的

讨论始末。对二里头文化的讨论还反映在其年代、考古学文化、族属等问题上 （《二里头

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第２期）。
朱凤瀚通过回顾夏文化探索的历程，提出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与研究目标

相关的有可信度的文献仍应重视，而这离不开严谨、审慎的考证工作。同样，对于发掘材

料，需要按照考古学的理论与规范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与夏文化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的

解决可能有待于二里头文化的高规格墓葬等遗存的发现与发掘 （《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

年的启示》，《历史研究》第１期）。郭伟民认为必须先做好精细、客观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的划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社会的研究。而材料的扩充度和可信度决定了考古学文化与相

关族群、王朝或者国家的对应程度 （《夏文化：传说与史实中的考古学角色》，《遗产》第

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他由夏文化论争引发对考古学边界问题的思考，认为考古

学的边界也是当代认知的边界，考古学构建的历史并非一定要与文献对应，因为这不是考

古学的本质和目的 （《目标与定位：关于考古学边界问题》，《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７月５
日）。徐良高从文化理论视野展开分析，反思以往常见的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或族群的直接

对应方式。他认为不可以简单地将某些考古学文化和文献中的特定国家政治体或民族认同

体，视为相互间具有完全的、实质性的对应关系 （《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

释 （上）》，《南方文物》第２期；《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 （下）》，《南

方文物》第 ３期）。董琦则强调了发现夏代文字材料在夏代信史确证过程中的重要性
（《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 《南方文物》第２期）。许宏等通过 “有条件的不可知

论”，主张应淡化对考古学遗存背后早期人群的族属或王朝归属这类并非学科所擅长的议

题的研究，要更多地转向以聚落考古为基础的包括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

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 （《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南方文物》第２期；《考
古学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论理》，《遗产》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早期夏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砦文化的讨论方面。魏继印 《论新砦文化与王湾

三期文化的关系》，认为新砦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与其

他区域晚期阶段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 （《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考古学

报》第３期）。李维明提出花边罐可被当作区分二里头文化与 “新砦二期”的标型器之

一，出土花边罐的新砦期遗存应属二里头文化。他据此对原本出土有花边罐被定为 “新

砦期”的遗存进行了重新认识 （《新砦遗址新砦期花边罐及其启示》， 《中国文物报》

３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
聚落形态视角是关于二里头都邑研究较集中的表现，陈国梁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讨论二

里头文化的兴衰，认为二里头都邑的出现受到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洛阳盆地与

周边区域社会重构的影响，而二里岗文化的进入以及核心聚落的转移致使其原有聚落崩

塌，社会重组 （《合与分：聚落考古视角下二里头都邑的兴衰解析》，《中原文物》第４
期）。二里头祭祀遗存的识别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杜金鹏将殷商卜辞、古文献记载与考

古发现相结合，识别出 “坛”“?”类祭祀遗存。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圆坛可能是祭祀天神

的 “天坛”，长方形?则可能是祭祀地癨的 “地坛”（《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的发现

与研究》，《中原文物》第４期）。赵春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锶同位素的分析来追
溯古代人类迁徙活动，其中涉及对二里头遗址古人类的迁徙情况研究，得出其迁徙居民约

占总人口的３０％，此亦符合都邑性遗址人口的迁徙情况 （《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追踪古人类

迁移活动的研究》，《北方文物》第３期）。陈雪飞通过对河南郾城皇寓遗址出土的二里头
文化的陶器的微痕观察以研究其制陶工艺。经分析认为漯河—驻马店地区的杨庄类型应属

于二里头类型 （《河南郾城皇寓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工艺及特征分析》，《中原文物》第６
期）。梁宏刚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分析测试，认为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可以

熔铜，还可能存在冶炼铜的过程，表明二里头遗址具备本土生产铜器的能力 （《二里头遗

址出土冶铸遗物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的思考》，《南方文物》第５期）。邓玲玲梳理二里头文
化区内发现的铜铃及陶铃，认为使用铃的二里头高等级贵族不仅具备政治和军事职能，在

以高等级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职能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铃的性质刍议》，

《中原文物》第４期）。李维明强调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发现的重要性。他认为
甲骨文出现的时代应由商文化时期前推至二里头文化 （《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发现与

研究》，《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
此外，在夏及夏文化研究热潮的推动下，对 “最早的中国”之时段及地域的确认等

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孙庆伟对于追溯 “最早的中国”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何为 “最早的中国”提出见解。

他强调此类问题必须回归政治和文化层面，并围绕中原华夏文明来探讨，而黄帝及其部族

的诞生属 “中国”观念的最初阶段，是 “最早的中国”（《“最早的中国”新解》，《中原

文物》第５期）。张国硕则根据 “中国”的五种主要涵义对 “最早的中国”作出解读，认

为 “最早的中国”需要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优三项基本条件，

并提出从地域、都城、族群文明、国家、考古学文化这五种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分

别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西周王朝的都邑、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西汉帝

国、陶寺文化之邦国 （《也谈 “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第５期）。韩建业分析了文
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认为最早的中国形成于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具备多
元一体结构，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主体部分。而以农为本和祖先崇拜分别是其最基本的特

质和最核心的观念 （《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中原文物》第５期）。杜
金鹏为学界有关 “最早中国”的讨论增添不同的看法。他从传统史观与 “中国”概念、

“最早中国”的形成、“中国要素”、“尚中”哲学观、唯一 “最早中国”这五个方面展开

论述，强调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 “最早中国”具有唯一性， “最早中国”具有排他性

（《“最早中国”之我见》，《南方文物》第６期）。陈淳探讨了研究夏朝与最早中国的方法
论。他认为考古学擅长探索史前文明长时段的兴衰，而用考古学方法所提炼的信息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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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结合对于历史重建十分重要 （《科学地探寻夏朝与最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
夏时期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江淮地区、西北地区、鲁中地区，它们的发

现有助于推动不同区域文化互动交流研究的深入。

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的发掘备受关注，成为本年度夏商考古的一大亮点。发现了主体

年代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并出土大量青铜器，是目前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一时期铜

器最多的地点。而这批铜器的种类、形制、埋藏环境等特征鲜明，可能有力推动对江淮地

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互动的探讨，也为二里头时期冶金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安徽肥

西三官庙遗址发现二里头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安徽大学和铜
陵市博物馆２０１６年对铜陵古铜矿冶遗址的调查，在师姑墩遗址发现了可早至二里头时期
的矿冶遗物，表明该地区在二里头时期已存在铜矿的采冶活动，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冶金

技术的起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 （《安徽铜陵古铜矿冶遗址２０１６年调查及若干收获》，《南
方文物》第２期）。

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研究重点主要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２０１５年喇家遗址公
园排水管道建设区域发现了较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并发掘出有当时人为修整和利用痕迹

的壕沟，增加了对其聚落布局的原有认知 （《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公园排水管道建设区域

２０１５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４期）。２０１７年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的发掘，证明
了喇家遗址ＶＩＩＩ１区存在因灾难而废弃的齐家文化遗存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２０１７年的发
掘与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朱延平通过分析齐家文化的玉璧，
发现其与黄河上游土著文化陶纺轮或圆陶片存在一定的关联，其中两分色玉璧中隐现牛毛

沁等沁斑的玉质可能是出于对绳纹的模拟 （《试论齐家文化玉璧之源》，《文博》第３期）。
韩建业探讨了齐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认为齐家文化晚期与中原地区文化存在密切交

流，又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显著影响，但强调不能认为齐家文化属于早期夏文化 （《齐家

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文物》第７期）。庞小霞、王丽铃 《齐家文化

与二里头文化交流探析》，探讨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交流路线、相关媒介及产物，认

为齐家文化为二里头文化给予了技术输出，而二里头文化为齐家文化输出了绿松石铜牌

饰、壶形、牙璋等礼仪用具 （《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流探析》，《中原文物》第４
期）。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现了属于四坝文化的长方形竖穴偏洞室墓。发掘区的西部还

发现骟马文化的灰坑打破四坝文化的墓葬，这从地层上解决了两者的早晚关系问题 （《甘

肃玉门火烧沟遗址２００５年发掘简报》，《文物》第３期）。
山东岳石文化研究也有新进展。山东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复掘，证实城子崖遗址有龙

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三个时期的城墙 （《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发
掘简报》，《考古》第４期）。城子崖岳石晚期城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 “一门三道”城门结

构，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礼仪功能 （《山东章丘城子崖岳石晚期城址发现 “一门三道”结

构》，《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６日）。
有关岳石文化年代学研究，龙腾文等人对岳石文化年代提出不同看法，利用已有质量

合格的１４Ｃ测年数据进行贝叶斯年代建模分析，发现岳石文化的模型年代比原来提出的年
代要早 （《海岱地区史前遗址１４Ｃ测年数据的贝叶斯分析———审视考古年代学》，《东方考
古》第１５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人同样强调了贝叶斯方法在年代学中的重要作用，
但不赞同上文中龙腾文等人对文化间相对年代关系的部分假设，并结合地层学和器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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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解释和反驳 （《海岱地区年代学新成果的思考与启示》，《东方考古》第１５集，科学
出版社）。

生业方面，郭荣臻、靳桂云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岳石文化出土农作物主要有粟、

黍、稻、小麦、大麦、大豆６种，其中以粟类谷物为粮食主体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

物考古新证》，《东南文化》第１期）；王振祥、葛利花分析了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
和动植物资源利用上的差异与特点 （《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文

物春秋》第６期）。
陕西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也被受到关注。李永强、王继红对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各遗

址进行分期研究，并对典型陶器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此为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的年代序

列的建立、文化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关系的揭示作了有意义的探讨 （《陕西东部地区二里

头时期遗存分期研究》，《文博》第６期）。
常怀颖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晋陕高原至燕山南麓广大区域内过渡期遗存特征分析展

开讨论。进而提出该时期在面对中原腹地的整合变革时，北方出现的各类新考古学文化具

有相互密切交流但仍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 （《中原腹地以北地区的 “过渡期”遗存蠡探》，

《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度关于先商文化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陈畅主要论述了鹤壁刘庄墓地的分期与
年代，认为刘庄墓地一期至三期的年代大体和白燕四期文化、下七垣文化相当，其中刘庄

墓地二期至三期与东下冯文化二期至三期年代相当，刘庄墓地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

相当 （《鹤壁刘庄墓地分期与年代研究》，《华夏考古》第３期）。关于商人起源地，张渭
莲将其范围大致锁定于太行山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区域 （《商先公踪迹与商人起源

考》，《历史研究》第２期）。同时，张渭莲还提出应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加
强考古发现与研究理论的建构以促进商族起源的探索 （《商族探源在争论中走向第三次突

破》，《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
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在本年度也相对较为沉寂。余肖肖和包曙光分析夏家店

下层文化房址的分类与分区，并从建筑技术角度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关

系，认为其吸取了小河沿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建筑技术，也与大坨头文化、岳石文化和

高台山文化存在交流 （《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初探》，《北方民族考古》第８辑，科学出
版社）。

三　商代

２０１９年度所公布的有关商代考古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河南和山西等地。湖北和青海
地区也有一些报道。

商王朝中心区域的商代前期遗存，偃师商城宫城东南部新发现一处祭祀地点，埋藏有

百余具较为完整的猪骨，为研究宫城布局提供了一定启示 （《河南偃师市偃师商城宫城祭

祀Ｄ区发掘简报》，《考古》第１１期）。偃师商城遗址小城的西北部发现８列２３座排列有
序的较大体量的圆形建筑基址。这是偃师商城首次发现圆形建筑，其形制、规模和山西夏

县东下冯遗址的基本一致。发掘者推测此很有可能是商代仓遗址。这填补了偃师商城小

城西北部区域遗迹的空白，为深入了解二里岗文化在豫西地区确立的过程和偃师商城性质

的探讨增添了证据。（《河南偃师商城仓遗址》，《大众考古》第１２期）。所公布的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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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双桥遗址中心区域外围的部分材料显示，商文化遗存以白家庄期为主，发现 “舌”字

陶文。“舌”地应为仲丁迁敖 （嚣）之所在 （《郑州小双桥遗址２０１４年 ＩＶＡ０２区发掘简
报》，《华夏考古》第５期）。洹北商城时期的铸铜与制骨作坊被确认，区域内还发现有与
作坊大体同时的布局有序的铸铜工匠墓地 （《洹北商城作坊区内发现铸铜工匠墓》，《中国

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商后期主要为安阳殷墟的考古材料。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安阳殷
墟大司空村东南地发现了大量的灰坑、窖穴、水井和墓葬等，还发现了七片刻有非王卜辞

的卜甲 （《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发掘简报》， 《考古学报》第４期）。
《考古》第３期公布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在安阳殷墟豫北纱厂发掘的殷墟一期晚段至殷墟四期
的考古资料，比较重要的是制骨、制陶手工业遗存 （《河南安阳市殷墟豫北纱厂地点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发掘简报》，《考古》第３期）。安阳辛店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大型族邑聚落和青
铜铸造遗址，包括墓葬、房基、道路、灰坑、窖穴、水井、烧土面、窑炉、熔炉遗址等遗

迹和铜器、陶范、炉壁等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墓葬中出土带有 “戈”字铭文的青铜器２０
余件。此遗址为 “大殷墟”范围内的聚落布局以及 “殷遗民”迁徙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考古发现证实河南安阳辛店遗址为商代晚期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光明日报》２０１９年
２月２７日；《安阳辛店铸铜遗址的年代、性质和布局探讨》，《南方文物》第５期）。

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垣曲商城、安阳殷墟而展开商王朝中心区文化

的研究，内容较丰富，涉及范围较广。

对于偃师商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遗存年代、聚落形态、遗物的象征意义分析诸方

面。就偃师商城宫城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年代问题，谷飞回顾了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

坚持三号宫殿建筑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应当与五号宫殿的年代大致相同 （《偃师商城宫城第

三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年代问题》，《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美］卡炊卡·雷哈

特探讨了偃师商城遗址的仪式宴飨问题，通过对出土陶器类型、尺寸的分析认为偃师商城

存在包括大规模的排他性宴飨、小规模宴飨和象征性宴飨多种不同类型的宴飨仪式；通过

宴飨反映偃师商城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是严格等级制 （孙瀚龙译，陈星灿校：《偃师商城的

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 （三）》， 《南方文物》第１期； 《偃师商城的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
（四）》，《南方文物》第６期）。谷飞、陈国梁从社会考古的视角对偃师商城及其所处区域
同时期聚落和墓葬的分析，指出该城址一直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 （《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

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中原文物》第５期）。
对垣曲商城的研究，胡子尧、井中伟认为垣曲商城夹墙的设置有作为铜料运输通道的

功能，进而得出在商代早期可能存在着一条以垣曲商城为重要中转站，通过黄河水路将中

条山铜矿资源运送到王都地区的北方铜料运输路线 （《垣曲商城夹墙设施功能探析》，《考

古与文物》第４期）。侯卫东认为洹北商城营建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商人祖先崇拜有一定联
系。其政治背景是商人在郑州商城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和控制力，可能与 “河甲居相”

有关 （《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华夏考古》第４期）。
安阳殷墟的研究，以学术史、类型分析、遗存性质、手工业布局等角度而展开。《安

阳发掘简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书以石璋如先生的遗稿为基础编辑而

成，主要是对历次安阳发掘的情况进行概括叙述。汤毓
#

从墓葬形式、器物的风格、铭

文、工艺分析入手，探讨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及其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关系之联系

（《试论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 “构成”》，《考古》第５期）。常怀颖在对殷墟车马器所
作研究中指出，殷墟遗址所见的马衔、马额饰、轭首、兽形铜扣和带环铜箍是在殷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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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器物。这体现了该时期车马系驾技术的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对于车

马使用的认知与态度 （《殷墟车马器补议》，《江汉考古》第５期）。陈翔对殷墟骨镞的类
型、功能与象征意义进行探析 （《殷墟骨镞形制与功能研究》，《文物》第９期）。王祁从
性别考古的角度，提出兵器、手工工具、纺织工具、铜铃和弓形器可以作为殷墟墓葬中两

性身份的标识物，并对商王朝晚期女性角色做了分析探讨 （《殷墟墓葬两性社会角色的考

古学研究》，《江汉考古》第１期）。刘一曼分析了十一条非王卜辞以及殷墟的两处族宗庙
遗存，指出殷代殷王和各族都有宗庙以祭祀本族祖先。其中小屯Ｆ２９可能是与王有密切关
系的某一子族的宗庙，大司空村Ｃ区建筑群中的Ｆ２２可能是马危族的宗庙 （《殷墟商代族

宗庙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第６期）。王祁就商人服象与象之分布提出新看法，
认为商人曾在殷墟驯养大象，商末殷墟附近几无大象踪迹。商末山东地区存在商人驯养的

大象，而商人驯象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提供艺术品原材料和祭祀用品 （《商人服象与象之分

布》，《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何毓灵分析殷墟手工业时空布局及其之间的
关系，认为手工业生产至少有家族经营和王室经营两种模式，其布局是对二里头文化和早

商时期布局的继承，并强调了其对西周王朝的重大影响 （《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

《考古》第６期）。
《南方文物》集中发表了数篇有关安阳殷墟的研究成果。牛世山、岳洪彬和岳占伟以

陶器为例分析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 （《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

方文物》第５期）。他们将陶鬲分为三大类、３８型，按文化风格细分为１７组以上，认为
殷墟文化出现许多非典型风格陶器群组，其主要器类陶鬲应是人们从各地来到殷都旅途中

和居地的炊具。殷墟晚商墓随葬的牲腿以往缺乏一定的动物考古鉴定和分析，李志鹏对其

研究发现，晚商随葬的牲腿来自当时常见的家养动物，种类有猪、牛、羊、狗、马、鸡

等，以前三者数量居多。所殉动物以幼年个体为主，牲腿崇尚使用左侧前腿 （《殷墟晚商

墓随葬牲腿现象的相关问题再探讨》，《南方文物》第５期）。丘山代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
资料推断，殷人不会盗掘殷人墓葬。从文献看，商人有敬事鬼神的传统礼制和尊崇祖先的

道德规范。此外，商时期常见晚期遗存有意避让早期遗存的现象。因此商代至西周中期以

前，基本不见为逐利而盗墓毁墓的情况 （《殷人不会盗掘殷人墓葬的证据》，《南方文物》

第５期）。于浩基于殷墟南区的新发现对其文化内涵、时代、布局等进行讨论。殷墟南区
的主体年代从殷墟二期延续至殷墟四期晚段。其聚落分布是以片状分布为主体，有较明显

的区域性、功能性划分，反映了殷都内低密度城市化布局的实况。而墓葬出土铭文种类

多，可能反映了多个氏族杂居的情况 （《殷墟南区考古新发现和布局探索》，《南方文物》

第５期）。日本学者黄川田修以都城圈的概念解释 “大殷墟”的含义 （《试论大殷墟》，

《南方文物》第５期），他认为大殷墟是以安阳老城区为中心，东西约３８千米，南北至少
有１８千米的巨大遗址群。在此范围内，小屯殷墟可能不是唯一的核心地区，而位于畿内
圈东境的内黄县一带或会发现晚商的另外一处都城遗址。此外，古运河和大殷墟遗存的关

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还有研究者分析了大邑商聚落模式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启示。杜光华

认为殷墟 “葡萄状”的族邑模式、商代水陆交通网、水城共融的环境、手工业作坊布局、

宫殿建筑格局、军事防御制度等对现代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商王都大邑商的

聚落模式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启示》，《南方文物》第５期）。这些为殷墟考古研究提供了比
较新颖的方向性探索。

殷商文化外围地区，考古工作基本集中在晋陕、湖北和青海地区。晋陕地区得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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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家崖文化相关遗存较多。山西柳林高红遗存被认为是李家崖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主

要发现有夯土建筑、灰坑、灶址、墓葬等，年代为殷墟二期至殷墟四期 （《山西柳林高红

遗址２００７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６期）。陕西榆林柳树峁圪梁遗存的文化面貌与
李家崖文化相关，还受到了内蒙古西岔文化、关中商文化的影响。其主体年代应为殷墟三

期或略晚，下限可能到了商周之际 （《陕西府谷柳树峁圪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

物》第６期）。曹大志报告了山西省石楼县２０处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情况和采集
植物遗存的浮选结果。他发现这些遗址最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小而分散，生计方式为粗放农

业、定居程度较高 （《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７
期）。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南方地区商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盘龙城小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的发掘，发现在二里岗上层文化一期及稍晚的灰沟，出土有与铸铜相关的遗物，为确证盘

龙城遗址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存在青铜器铸造活动提供了有力物证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

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发掘简报》，《考古》第６期）。《东方考古》第１６集公布了河北柏乡县
赵村遗址２０１５年发掘简报，发现大量商代中期到晚期的遗存，包括灰坑、灰沟、祭祀坑、
陶器等，是邢台地区少数进行了系统的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的商代遗址。这为完善该地区

商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编年增添了新的资料，也为邢台地区乃至冀中南地区商代聚落结

构、商文化区域特点、生业经济等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资料 （《河北柏乡县赵村遗址

２０１５年发掘简报》，《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此外，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在青海民
和喇家遗址东南部ＶＩＩＩ３区发现了辛店文化居址类遗存，说明喇家遗址存在辛店文化且多
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南部，丰富了喇家遗址的文化内涵 （《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辛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第６期）。

在新资料公布的基础上，对区域文化格局也作了一定探讨，多聚焦于中原、长江中下

游地区，东方有所涉及，西北、西南地区所受关注相对较少。

河北地区，刘家河商墓是京津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袁广阔通过出土青铜器的对比，认

为刘家河商墓的年代处于郑州白家庄期和殷墟一期之间，很可能是祖乙迁邢后在此分封的

子姓燕国的高等级贵族墓 （《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２９日）。王祁、史云征分析了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的商代植物遗存，显示该遗
存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尽管仅出土１粒水稻遗存，但据此推测商代水稻遗存的北界可能至
少达邢台一带 （《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商代植物遗存研究》，《华夏考古》第１期）。王
红英等对２０１５年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分析，发现主要动物种属黄牛、
羊、猪、狗鹿、狗獾等。此处先民主要通过家养动物 （以牛和猪为主）来获取肉食，有

少量的野生动物资源。猪在该遗址的祭祀礼仪中占有重要地位 （《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动物

遗存鉴定报告》，《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李宏飞根据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
址居址与墓葬所出的陶容器和铜容器，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至殷墟文化第

二期，并依据居址与墓葬集中分布的特征进而认为 “居葬合一”的遗迹分布形态是殷商

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再分析———兼论商文化 “居葬合一”的特质因

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７期）。
关中地区，李宏飞对老牛坡８６Ш１区墓地进行分析，解读商文化进入关中地区的地方

化过程，揭示由商文化系统向周文化系统转变的时间节点不会晚于殷墟文化三、四期之际

（《论老牛坡８６Ш１区墓地》，《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

本年度对于西北地区商时期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的研究较少，有对辛店文化、礼州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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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的讨论。任瑞波将辛店文化划分为四期六段，认为山家头类型不宜纳入辛店文化的范

畴，山家头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辛店文化早期。辛店文化的年代上限可早达公元前

１５世纪中叶，下限可能在公元前９世纪或稍晚 （《论辛店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

报》第４期）。杜战伟、李奎通过与齐家文化的对比研究，推定礼州晚段遗存的年代应在
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前后，下限可能进入晚商，认为该文化类型与齐家文化向安宁河流域传播
有关 （《礼州晚段遗存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第４期）。

山东地区，商代考古研究见有进展。陈薭从小屯 Ｍ１８所出朱书玉戈切入分析商人东
进鲁东南地区的相关问题，认为该墓所出青铜礼器及朱书玉戈多为东土族群之物，墓主应

是武丁早夭之子 “子渔”（《小屯Ｍ１８所出朱书玉戈与商人东进交通线》，《故宫博物院院
刊》第３期）。陈薭还对晚商戍甬鼎铭文涉及的地名、族名进行考证，认为宜位于山东莱
芜境内，省与宜相邻，西位于泰山南麓，甬可能也属东土 （《戍甬鼎铭中的地理问题及其

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９期）。燕生东结合卜辞和金文，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
地区的经略入手，推测夷方地望应该在晚商文化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等类型分布范围内

（《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 《江汉考古》第４期）。燕生东并于
《海岱考古与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一书中，较系统地分析了海岱地区史前至商时期

文化发展情况。

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文化互动与文化格局方面的探讨。孙卓讨

论了商时期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东、西部影响的历程，从各时期遗存的年代、分布及文化

面貌观察，提出商文化对东部是逐渐消退，而对西部则为直接撤离，体现了中原文化在江

汉地区不同的进退策略 （《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江汉考古》第３
期）。此外，孙卓 《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科学出版社）

一书系统地梳理了长江、淮河流域商时期的考古材料，就二里岗至殷墟一期中原文化对南

方地区的影响历程作了较深入探讨。福建苦寨坑窑是烧制原始瓷的重要窑址，但缺乏完整

器为其年代的确定带来困难。付琳以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等同类器物分析，认为苦寨坑窑

的年代应为早商、晚商之际 （《从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看苦寨坑窑址的年代》，《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王昌月指出赣江流域商时期存在着东西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其

东部地区分布着万年文化，西部地区则历经了由石灰山文化至吴城文化的文化中心时空更

迭，认为这一文化格局的形成可能与资源相关 （《赣江流域商时期文化格局变迁》，《江汉

考古》第２期）。李岩对广州村头遗址分期进行讨论，将其分为五期，一至四期年代在距
今３８００年左右至中商时期，第五期已进入晚商阶段 （《村头遗址分期及相关认识》，《南

方文物》第４期）。
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仍是热点话题。于孟洲、吴超明提出，十二桥早期遗存是以金

沙遗址精品房出土的商代遗存为代表，称之为十二桥精品房阶段遗存。将三星堆一号器物

坑出土陶器归入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两者应属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同时，梳理了成都

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认为其进入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后，三星堆聚落走向衰落，

金沙聚落骤然兴起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考古学报》第２期）。施劲松从长时
段的视角，分析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和春秋战国

时期墓葬的特点，由此对先秦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特征、演进和变革进行考察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考古》第４期）。他还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
房址的特点和变化进行梳理和讨论，将其分为有墙基的木骨泥墙房址、多有柱网结构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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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单体房址、小型干栏式建筑三类。三类房址在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

同时存在。而十二桥遗址的木构建筑可能是濒河而建的某类特殊建筑 （《成都平原先秦时

期的房址———兼谈十二桥遗址的木构建筑》，《南方文物》第５期）。
另有学者对商代的粮仓、祭祀遗存、手工业制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曹大志以商代的甲

骨、金文材料为基础，结合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和图像材料，将商代粮仓按

形式分为 、
$

、京 （《论商代的粮储设施——— 、
$

、京》，《古代文明》第１３卷，上
海古籍出版社）。谢肃 《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商文化祭祀遗存

与周围遗迹现象的关系入手，对祭祀遗存进行分类，并探讨了祭品制度与祭祀方法等问

题。岳占伟和荆志淳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探讨了实验考古的过程及其重要性

（《实验考古是探索古代技术的重要方法———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 《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李楠对商周时期不同死亡年龄墓主的埋葬情况进行梳理，认为当

时的成年年龄应在 １２岁左右，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墓葬上的主要差异进行总结
（《商周时期成年年龄初探》，《古代文明》第１３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可看作近来墓
葬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

本年度也罕见对先周文化的探讨，相关研究持续低迷。

四　西周

２０１９年度西周考古发现与研究仍集中于丰镐、周原都邑类遗址，而山西翼城大河口
墓地和绛县横水墓地也颇引人瞩目。随着新材料的报道或是对已有材料的重新梳理，霸、

?、虢、燕、应、楚、密、邢等诸侯国及周边地区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对西周王朝中心地区遗存的研究未由于新刊布材料的相对减少而影响到讨论的热度，

涉及内容较丰富，显示出一定多样化研究趋势。对水系遗存的考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一个

热点。王迪、魏泽华讨论了丰京遗址近些年新发现的相关水系遗存的年代与作用，认为古

河道的始建年代应在西周初期和晚期之间，古河道既构成丰京南部的屏障，又为生产生活

提供稳定水源 （《再议丰京遗址新发现的水系遗存》，《中原文物》第３期）。付仲杨结合
丰京遗址水系遗存和其他遗存的分布状况，对丰京遗址聚落布局及其演变特征进行解析和

总结。他认为文王营建的丰京可能在邬岭以南，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以北，沣河以

西，灵沼河以东区域。西周晚期河道被废弃，丰京遗址逐渐往南扩展，由此他指出丰京可

能未建有城垣 （《丰京遗址水系与聚落布局》，《江汉考古》第５期）。付仲杨、王迪和徐
良高对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相应思考 （《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收获

与思考》，《三代考古 （八）》）。王迪分析了西周时期气候变化与丰京聚落布局的关系，

认为前者直接影响了后者的演变 （《试析西周时期气候变迁与丰京聚落布局演变的关系》，

《三代考古 （八）》）。周羿辰、凌雪等采用现代分析手段，从微观结构、化学成分、吸水

率和显气孔率进行分析，得出其原始瓷的制作尚处于初级水平 （《沣西遗址出土西周原始

瓷胎釉特征的初步研究》，《文博》第２期）。
周原遗址的研究仍是热点，相关发掘资料得以公布，研究持续推进。贺家村北发掘了

４座墓葬和１２座灰坑，墓葬年代集中于西周晚期晚段，应为殷遗民之墓 （《２０１５年周原
遗址贺家北 （ＩＩＣ３区）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５期）。赵庆淼结合铜器铭文、
陶文资料及周原遗址相关资料，认为西周金文中的 “周”地是指西土岐周，其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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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原遗址。西周中期以降，周原遗址的聚落发展与金文所见岐周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

有关，这种变化很可能与同时期王朝都城的回归有关 （《再论西周时期的 “周”地及相关

问题》，《三代考古 （八）》）。王鹏认为，周原青铜轮牙马车很有可能是继承了殷商的传

统，间接地可能与萨坦墓地出土的彼特罗夫卡文化马车有关 （《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

东西文化交流》，《考古》第２期）。张煜珧分析周原西周水资源的利用，认为在西周早中
之际兴建的引、蓄、供水系统工程，使周人基本摆脱了对河道等自然水源的依赖 （《周原

西周水资源利用的初步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期）。属大周原区域，的岐山
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的资料得以公布。作坊从西周中期持续到西周晚期，发现陶窑、陶范

等大量铸铜相关遗存和以陶器为主的非铸铜遗物 （《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发掘简

报》，《南方文物》第３期）。辛怡华对孔头沟聚落遗址的性质重新认识，提出其所在地应
是太公次子的封地，是太公家族的采邑 （《岐山孔头沟遗址族属及相关问题》，《西部考

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马鞍形饰随葬品以往较少受到关注。马赛、张锦华对其基本形制、

材质和用途进行讨论，认为此类马鞍形饰具有较浓郁的商文化特色，可能属于坠饰。此类

器物在关中地区出现，很可能意味着殷遗民在此地的出现，这或对商末周初墓葬的具体年

代判断有所帮助 （《关中地区出土马鞍形饰初论》，《文物》第１２期）。
关中腹地以外地区的研究，以墓葬分析为重点。其中科技手段研究所占的比重有所增

加。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引发了对霸国的深入研究。裘锡奎讨论了该墓地Ｍ２００２
出土的盘铭文 （《大河口西周墓地２００２号墓出土盘铭文解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张程昊对Ｍ１０１７、Ｍ１出土的有铭铜器进行分析 （《霸

国墓地出土铜器零释》，《中原文物》第２期）。朱磊等人对Ｍ５０１０、Ｍ６０４３实验室考古工
作进行了简要介绍 （《山西翼城大河口Ｍ５０１０、Ｍ６０４３实验室考古简报》，《江汉考古》第
２期）。刘勇等人基于对Ｍ５０１０出土的铜马胄饰片的工艺和材质分析，指出商周时期锻制
工艺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与金器、车马装饰品的出现和流行可能存在一定联系 （《大河口西

周墓地Ｍ５０１０出土锻造铜饰的技术特征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第２期）。同时，刘
勇、王颖竹等人对Ｍ６０４３出土的珠饰样品进行了显微结构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认为成
型工艺是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皆采用了风干施釉工艺，釉砂皆为中国本土自制，此为

研究西周时期釉砂制作技术体系提供了新材料 （《大河口西周墓地Ｍ６０４３出土釉砂珠饰的
科学成分研究》，《考古与文物》第２期）。

山西地区?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引起重视。已经公布的绛县横水西周大型墓

Ｍ２１５８，其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表现出浓厚的商、周文化和自身文化兼具的特征。发掘
者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西周王朝分封?国的国君?伯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Ｍ２１５８发
掘简报》，《考古》第１期）。

对于虢国的研究，由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主编的 《周风虢韵：虢国历史文化陈列》

（科学出版社）充分展示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虢国墓地出土文物。路懿菡通过分析清华简
《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西虢东迁的时间应远早于周平王东迁 （《清华简 〈系年〉与

“西虢东迁”相关问题考论》，《文博》第６期）。唐英杰和李发对三门峡虢国墓Ｍ２００９墓
主身份进行考证，认为其为两周之交扶植周携王的虢公翰 （《三门峡虢国墓Ｍ２００９墓主虢
仲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０期）。李清丽等人利用能谱分析仪和激光共焦显微
拉曼光谱仪，发现虢国墓地Ｍ２００９出土麻织品上红色染料是由赭石染色的结果 （《虢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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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Ｍ２００９出土麻织品上红色染料的鉴定》，《文物考古与考古科学》第３１卷第３期）。
江汉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聚焦于楚文化。保康穆林头遗址发现周代早期遗存，

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楚兴国之地———荆山中相对应，对早期楚文化探索意义非凡 （《湖北保

康穆林头遗址２０１７年第一次发掘》，《江汉考古》第１期）。杨权喜介绍了在沮河上游考
古调查发现的新石器至战国的遗址，主张楚丹阳 “远安说”（《沮河上游两岸的考古发现

与楚丹阳 “远安说”》，《荆楚文物》第４辑，科学出版社）。
还有其他一些封国的研究，主要围绕随葬品分析、国族辨识和发展变迁而进行。

杜金鹏指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随葬玉器主要是装饰品，罕见玉礼器，并且随葬玉器

的多寡与墓主身份地位无关。此与其他西周封国的墓葬情况大相径庭 （《北京琉璃河西周

燕国墓地出土宝玉石器研究》，《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冉宏林通过分析北
京琉璃河西周墓葬，提出西周时期随葬陶簋的墓葬其族属即为殷遗民，并认为陶器组合应

作为族属研究一个方面加以考察 （《西周墓葬的陶簋与殷遗民———以琉璃河墓葬为主》，

《四川文物》第１期）。申红宝分析认为北京昌平区白浮西周墓是商周时期 “其”国首领

或贵族墓葬 （《略论北京昌平区白浮墓的族属问题》，《北方文物》第２期）。辛怡华根据
对 “密叔”铭文青铜器的考证，认为密叔属于姬姓公族，地位身份相当于公一级。密国

与密须不同，密国的建立是用来拱卫岐周和镐京安全的，至恭王时被灭，周王朝在该地区

的防御布局被破坏 （《密叔、密国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 （八）》，科学出版社）。杨文

山根据有关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记载，认为西周邢国有两个封地，一是邢丘，一是邢台。对

以为西周邢国只有一次封命和一个封地的观点提出质疑 （《西周邢国两次封命与两个封地

考辩———兼回庞小霞对邢国二次迁封的批驳》，《文物春秋》第２期）。张丹依据平顶山应
国墓地出土及其他来源的带铭铜器材料，分析了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应国与王畿地区和南

土境内的诸侯国的联姻关系，认为此与当时的政治地理结构以及周王朝经略南土的举措有

关 （《应国媵器及联姻关系研究》，《中原文物》第６期）。
此外，张家强等提出郑州娘娘寨遗址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并通过对其

墓葬形态、随葬品等多方面的因素分析，认为城内墓葬族属为殷遗民，城外墓葬族属为周

系族群 （《论郑州娘娘寨遗址墓葬特征与族属》，《中原文物》第６期）。
陕甘地区，陕北的铜川耀州区石柱镇活龙村发掘了一处西周早期周人墓地，共３３座

中小型墓葬。随葬器物以鬲罐组合为主，墓葬中有毁兵而无腰坑和殉狗等特征可以确定其

为典型的周人墓地，为研究西周早期关中北部周人的分布提供了新线索 （《陕西铜川耀州

区石柱活龙村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６期）。孙战伟分析甘谷毛家坪Ｂ组
遗存的来源，将器物分为两类：甲类遗存以双

!

鬲、双耳鬲为代表，乙类遗存以双耳罐、

单耳罐、双
!

罐、高领罐等为典型器，据此提出二者主要来源分别为李家崖文化和寺洼文

化 （《毛家坪Ｂ组遗存再认识》，《考古与文物》第２期）。
山东地区，曲阜果庄遗址公布了少量西周中期遗存 （《曲阜果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曹斌分析了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多种文化因

素，认为周文化因素逐渐取代商文化因素居主导地位，而本地文化因素始终占一定比重

（《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华夏考古》第６期）。陈薭通过分析陕西扶
风所出作册?组器并结合晚商卜辞，认为望、相二地或属东土地名，大致皆坐落于鲁中地

区。昭王将望地赏赐给相侯是为安抚东土从而更好地开拓南方 （《作册?组器中的地理问

题与昭王边域经营策略》，《南方文物》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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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关注重点仍不脱离土墩墓。江苏常州牯牛墩西周晚期土墩墓的

发掘为土墩墓营建、埋葬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江苏金坛茅东村牯牛

墩土墩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第１期）。王昌月从原始瓷豆的型式分析入手，认为安
徽屯溪土墩墓群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至两周之际，出土陶器以本地制造为主，部分直接来

自中原，于是提出在其所处的休屯盆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安徽屯溪土墩墓与休屯盆地

区域文明研究》，《东南文化》第３期）。付琳对江南地区周代墓葬进行整体分期与分区，
将其分为五期、九区，并对各区族属做出了推定 （《江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分区及相关

问题》，《考古学报》第３期）。
杨文昊对东北地区两周时期西团山文化的毁器葬俗进行探讨，他认为毁器现象应有其

涵义，推断此葬俗的功能有三：一是体现了生者矛盾心理，二是可能起到明器的作用，三

是反映了器物改造习惯 （《西团山文化毁器葬俗研究》，《文博》第３期）。

五　东周

２０１９年度的东周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墓葬材料，表明东周大墓和墓地的揭露仍是目
前田野工作的重点，其他方面的新发现相对较少。发现与研究主要涉及三晋两周、秦戎文

化、楚文化、巴蜀地区等。

（一）三晋两周及邻近地区

这一区域墓葬发掘取得了丰硕收获。山西地区公布的材料基本与晋国有关。陶寺北两

周墓地２０１８年发掘春秋时期竖穴土坑墓１０９座、祭祀坑３１个，贵族墓葬特征体现了周人
的传统，应是晋国的一处 “邦墓” （《２０１８年陶寺北两周墓地新收获》，《中国文物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９日）。山西闻喜邱家庄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年代大体为战国早期，墓主应
为晋国高级贵族，是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之一 （《２０１９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山西省临汾市隰县瓦窑坡墓地铜器墓Ｍ２３的资料被公布，年代大体相当于
春秋晚期，其出土的青铜器与周边其他晋系墓葬出土的同类器接近，为晋国青铜器的生产

流通提供了新资料 （《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春秋墓葬 Ｍ２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１
期）。２０１８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汤阴县河墓地发掘东周墓葬８５座，马坑１座。
其中Ｍ１的规格最高，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把春秋晚期吴王诸樊在位期间铸造的带铭自
用剑 （《河南汤阴河东周墓地 Ｍ１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４期）。同年，三门峡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义马上石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所报道的３座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属于春秋早中期中型贵族墓葬，为研究豫西地区春秋时期的葬俗、葬

制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南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４期）。针对新
发现的吴王诸樊剑，曹锦炎认为这是诸樊继位吴王后的元年铸造的自用之剑 （《河南汤阴

新发现吴王诸樊剑考》，《中原文物》第６期）。郑立超对义马上石河墓地 Ｍ３５出土的铜
?进行研究，认为Ｍ３５墓主属于下士一级的低级贵族，铜?可能是墓主生前为虢国国君
征战所获的战利品 （《河南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Ｍ３５出土铜?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
第４期）。

王震从铜器墓与陶器墓展开分析，认为琉璃阁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早

段，应为晋卿魏氏的一处家族墓地，而其周边临近区域应是魏国贵族乃至魏王的集中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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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及性质新论》，《考古》第１１期）。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为东
周晋、赵城址，是仅次于邯郸赵王城的第二大城市 （《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

收获》，《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隆尧乡观遗址发掘１２座战国中晚期墓葬，存
在有赵和中山两种文化因素，是其所处两国交界地带，人群交流频繁的体现 （《河北隆尧

乡观遗址Ｉ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４期）。杜博瑞通过对东周赵国青铜礼
器组合形式、器物摆放规则等器用制度分析，提出自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鼎、豆、壶的

器物组合形式开始崩溃，体现了这一时期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社会现象 （《东周赵

国青铜礼器组合探析》，《文博》第４期）。
郑韩故城的研究也引起了关注。陈博对郑韩故城中行马坑遗址为祭祀坑提出质疑。通

过考察马坑及马匹特征，认为中行马坑中的马匹应为郑国公室所蓄养的种马，此马坑因偶

发事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 （《郑韩故城中行遗址马坑性质刍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第４期）。樊温泉综合梳理近年来郑韩故城最新考古发掘材料，对各类遗存进行了简要分
析，重点揭示各时期墓葬特点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 （《郑韩故城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与

研究》，《华夏考古》第４期）。通过对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道路、车辙、
水渠、渠门、瓮城等遗迹，为都城形制、古代交通、军事防御体系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

值的资料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

１期）。
同时，徐昭峰 《东周王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东周王城的城墙与城门、宫殿

建筑、手工业作坊、祭祀遗存、墓葬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张亮对洛阳地区战国中晚

期陶器墓进行分群研究，依据陶礼器组别和墓葬形制将其分为代表本地周文化、外来文

化、具有混合文化因素的三群，揭示各时期各群间的关系 （《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

的分群研究》，《考古》第９期）。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有春秋早中期手工业作坊遗存，
以铸铜为主，还有制陶和制骨遗存，作坊区发现有工匠墓葬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

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２日）。
陕西澄城的刘家洼芮国遗址是近年来东周考古关注的重点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

遗址东Ｉ区墓地发掘７０余座墓葬，其中Ｍ６、Ｍ４９两座保存较好的中型贵族墓发掘资料见
于报道，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芮国墓葬又添新资料 （《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

东Ｉ区墓地Ｍ６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２期；《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东 Ｉ
区墓地Ｍ４９发掘简报》，《文物》第７期）。随着刘家洼发掘的进行，其聚落布局逐渐明
朗。根据出土与 “芮”有关的铭文，其应是春秋早中期芮国的都邑遗址 （《陕西澄城刘家

洼东周芮国遗址》，《考古》第７期）。
以区域及文化谱系概念命题的研究有成果问世。李晓健对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谱

系进行研究，将其分成二期六段，空间上划分为北、中、南三区。认为东周陶鬲的分布变

迁，与这一时期该地区区域内封国的兴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存在密切的关系 （《太行山

东麓地区东周陶鬲谱系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

（二）秦戎文化地区

甘肃漳县墩坪墓地抢救性发掘了多座东周墓，主体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从墓

葬所体现的文化看，既有秦文化因素又有当地土著文化因素，应与秦人西进有关 （《甘肃

漳县墩坪墓地２０１５年发掘简报》，《文物》第３期）。２０１９年，秦文化的研究并不多。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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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安马腾空遗址也发现较为丰富的东周遗存，包括墓葬、房址、灰坑、陶窑等。其中清

理了２７０余座东周时期秦墓，并发现一处藏有３件战国楚式青铜器的窖藏，为秦文化东进
提供了资料，也反映了秦、楚文化的交流 （《陕西西安马腾空遗址考古发掘获得新成果》，

《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淅川全岗遗址发现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出土遗物
以秦文化因素为主，地方特色也较为突出，并吸收了少量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是研究

战国晚期秦楚关系的重要资料 （《河南淅川县全岗遗址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的发掘》，《考

古》第１１期）。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共清理了３２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秦葬，
应与战国晚期秦国势力扩张有关 （《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墓地 ２０１７年发掘简
报》，《考古与文物》第６期）。对于战国长城的调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 《宁夏

早期长城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主要公布了对宁夏早期长城遗迹遗物的调查情况，为

研究宁夏战国秦长城、秦军事防御体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年度对戎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多，使得东周戎人研究保持一定的热度。赵欣欣、杨建

华对内蒙古出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进行分类，认为可分为身体装饰和服装配饰两大类，由

于戎人善于骑射，形成了其注重腰部装束的习俗 （《东周胡服的考古学考察———以内蒙古

出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为例》，《北方文物》第１期）。郭物认为马家塬墓地中高等级墓葬
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与秦国的管控有关，另外，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

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

象及其内因》，《四川文物》第４期）。张寅通过对东周西戎文化 “马家塬类型”遗存的考

察及特点分析，发现其与河西走廊东端的沙井文化 “三角城类型”较为相似，于是提出

“马家塬类型”应来源于沙井文化 “三角城类型” （《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来源初

探》，《考古与文物》第２期）。张寅分析以寺洼文化和东周西戎文化为代表的西戎族群的
两阶段的遗存，认为其生业模式存在着明显不同，反映了其由定居生活向游牧经济转变的

过程 （《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生业模式的转变》，《北方文物》第２期）。《西戎文化的发现
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收录了 “西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的多篇论文，对西戎文化和西戎与周秦互动等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

（三）楚文化地区

东周楚文化考古工作不乏亮眼成果。湖北荆州龙会河北岸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战国楚

简，载有东周时期１２位楚王谥号和部分楚国高级军事职官名称，以及周武王、周公旦相
关事迹，部分内容不见于典籍，为佐证西周初年史实，研究楚国历史和政治军事思想等提

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２０１９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等单位对枣阳九连墩Ｍ１进行了发掘，该墓为战国中期楚国上大夫高级贵族墓，出
土遗物丰富，推动了楚墓葬制和楚文化的深入研究 （《湖北枣阳九连墩 Ｍ１发掘简报》，
《江汉考古》第３期）。对湖北宜城楚皇城城址北城墙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城墙、护城
河灰坑等遗迹，城墙存在于战国早期至汉代，应是楚国为防御秦及中原各国而设立的一处

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址 （《湖北宜城楚皇城城址北城墙２０１７年度发掘简报》，《江汉考
古》第５期）。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向家台、甘家河片区进行发掘，包含沣河、陕南鄂西
北、襄宜、随枣走廊等区域文化因素 （《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向家台及甘家河片区发掘简

报》，《江汉考古》第５期）。湖北荆州七星堰墓地和三红双土地墓地均发现了战国时期的
楚墓 （《荆州七星堰墓地ＪＳＱＭ５７发掘简报》《荆州三红双土地墓地发掘简报》，《荆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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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第４辑，科学出版社）。湖南常德汤家大屋遗址亦发现战国中晚期的楚文化遗存
（《湖南常德鼎城区汤家大屋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１４集，岳麓书社）。
河南淮阳平粮台战国晚期楚墓Ｍ１７，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对研究楚都陈郢时
期楚墓形制有重要意义 （《河南淮阳平粮台战国楚墓 Ｍ１７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５
期）。南阳夏庄墓地发掘了一处战国早中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主墓中墓主人 “不见冢”，

可能是 “携周典奔楚”的周王室继承人王子朝 （《河南南阳发掘东周贵族墓葬群，“王子

朝奔楚”千古之谜有望破解》，《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南阳淅川葛家沟战国墓发
现秦、楚两种文化类型的墓葬，是战国晚期两国战争的反映 （《河南淅川县丹江淹没区葛

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３期）。南阳淅川裴岭发掘三座战国秦墓，为丹江
地区秦楚关系提供新资料 （《河南淅川裴岭战国墓 Ｍ１０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 ４
期）。南阳邓州王营村Ｍ１２５战国墓的发掘，出土遗物丰富，以玉器最为精美 （《南阳邓州

王营Ｍ１２５战国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５期）。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发掘的南阳夏
饷铺鄂国墓地的３份简报得以发表，根据墓葬位置关系、随葬器物形制特征及组合关系等
判断，Ｍ１为鄂侯夫人墓，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Ｍ７为鄂侯墓，Ｍ１６为鄂侯夫人墓，墓
葬年代为春秋早期中段；Ｍ１９为鄂侯墓，Ｍ２０为鄂侯夫人墓，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Ｍ１９、Ｍ２０发掘简报》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 Ｍ７、Ｍ１６
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Ｍ１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４期）。

徐良高通过对秦地的楚文化因素分析，发现楚文化在西北方向居守势地位。而从吴越

地区的楚文化特点看，呈现一种攻势、主导地位。这一现象与文献所载战国中晚期楚国势

力东进西退的史实相符 （《考古发现所见楚文化在东南和西北方向的进退》， 《三代考古

（八）》）。印群对比春秋时期的楚国王室墓地与非王室墓地殉人墓，对楚国殉人墓在葬式、

葬具、等级以及殉人性别等方面进行分析 （《论春秋时期的楚墓人殉》，《三代考古

（八）》），指出淅川下寺春秋楚王室墓地乙组殉人墓的同椁殉葬等方式，属于楚文化大量

吸收周文化因素的一部分 （《论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殉人墓的文化因素》，《南方文物》第

６期）。肖航通过对楚墓中陶俑葬的梳理，认为其为战国中晚期新出现的一种丧葬习俗，
应是受北方俑葬习俗的影响，部分陶俑葬仅有陶制俑头或俑手，应为葬俑的简化形式

（《楚墓陶俑葬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第５期）。徐少华认为南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
为春秋中期偏晚，鼎铭 “番子”体现了其国族成为楚系附庸之后的身份和地位 （《河南南

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与番子鼎之属性》，《考古》第９期）。肖启荣、黄锦前对河南淅川
徐家岭Ｍ１１出土小口鼎及浴缶的有关资料作了详细介绍，并将其年代定为战国早期前段，
认为鼎铭 “长

%

之”及仆儿钟铭 “余
%

乘儿得吉金
&

铝”的 “
%

”皆应读作 “赖”；“大

尹”为官名，初见于出土楚文字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阙 （《淅川徐家岭Ｍ１１出土文字资
料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第４期）。尚如春通过对平顶山应国墓地两座楚系墓葬
Ｍ１０、Ｍ３０１的分析，推定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两座墓墓主是已楚化的应国贵族后
裔，即应国墓地中有两类墓葬，其分布范围、葬俗、年代等虽然存在差别，但族属却始终

未变 （《平顶山应国墓地Ｍ１０和 Ｍ３０１的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刊》第１０期）。该结论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一直颇受关注的东周曾国考古又有喜人的发现。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发掘春秋中、晚

期２座 “甲”字形大墓、３座马坑及５２座土坑墓。据铭文知其为春秋中期曾侯宝及其夫
人随仲芈加的墓葬，也证明了曾即随。青铜器特征反映出其由宗周文化因素向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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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２０１９年发掘收获》，《江汉考古》第３期）。义地岗曾侯求
夫妇墓随葬品丰富于同时代楚国墓葬，说明当时曾国的地位至少应与楚国相当 （《随州考

古再获重大发现：春秋早期曾侯求夫妻墓被成功发掘》，《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第８期
转自 《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８月８日）。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春秋中期曾国铜矿冶炼遗存的发
现，有助于曾国青铜器生产、铜矿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２０１８
年考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６期）。我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这批春秋早期的青铜组器铸有 “曾伯克父甘娄”，于研究曾国宗法世系有重要价值 （《中

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３日）。
关于曾国的相关研究：李零对曾侯乙漆箱二十八宿的文字重新进行了释读和补证

（《曾侯乙墓漆箱文字补证》，《江汉考古》第５期）。张昌平对曾侯乙一号陪葬坑帷帐进行
了复原研究 （《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帐复原研究》，《考古》第４期）。孙卓以曾侯乙墓
青铜礼器的组合与分组为例，提出楚系贵族墓葬存在着两种器物组合形式，一种是沿用周

制的鼎、簋、鬲组合，一种是春秋早中期后形成的新的器用制度 （《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

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以曾侯乙墓为例》，《考古》第８期）。鄢国盛指出曾侯与编
钟铭文 “君庇淮夷”之 “淮夷”应位于淮河上游，年代可追溯至周初成王时期，与铭文

中所记载的曾国始封君南公 “君庇淮夷”的史实相符 （《曾侯与编钟 “君庇淮夷”献

疑》，《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２期）。黄锦前、姜维分析了河南新野小西关与湖北枣阳段
营春秋墓，认为皆属于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根据相关铭文记载，推测周初曾国始封地

应包括新野一带 （《新野小西关与枣阳段营春秋墓的年代、国属及墓主》，《四川文物》第

５期）。刘松山、章庆通过考察湖南长沙扫把塘一三八号战国墓和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战
国墓出土弩的结构特点，认为其属于可拆装便携式弩 （《战国可拆装便携式弩小考》，《江

汉考古》第３期）。徐少华认为京山苏家垄Ｍ８５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根据墓内未见兵器的
情况以及铸器铭文推测，墓主人可能为由宋适曾的低等贵族。这对于深入认识春秋中期诸

侯国关系和社会变迁具有启示意义 （《苏家垄Ｍ８５的年代与文化特征略论》，《江汉考古》
第４期）。

（四）巴蜀地区

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Ｍ１的材料见于报道，年代基本处于战国末期至秦代，楚文化因
素明显，也存在巴文化因素 （《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 Ｍ１发掘简报》， 《文物》第６期）。
重庆万州万顺墓群发现战国晚期墓，出土有典型巴文化风格的铜戈 （《重庆万州万顺墓群

２０１８年度发掘简报》，《北方民族考古》第８辑，科学出版社）。四川石渠发现了年代上
限大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岩画，对于四川地区早期岩画研究及其与青海、西藏地区的关系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石渠县阿日扎、温波乡岩画调查简报》，《四川文物》第６期）。
研究方面主要围绕文化面貌与内涵以及文化间关系的揭示、聚落形态研究等展开。洪梅、

严志斌对战国罗家坝墓地的巴蜀符号进行整理分析，并与巴人区和蜀人区进行对比，发现

罗家坝墓地虽然在地理与文化上属于巴人，但其文化面貌特别是巴蜀符号的组合，却与蜀

人区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这对于探讨其与四川盆地西部、北部之间的文化联系有重要意义

（《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４期）。孙华提出，古
蜀成都城市的选址和格局，与金沙村遗址和三星堆城址的格局基本一致，古蜀国迁都不在

旧城一带的原因可能与环境变迁有关 （《战国时期的成都城———兼谈蜀国的都城规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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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古代文明》第１３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小三认为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中铜
和编钟受到了山东南部到皖南地区的影响，可能是当地土著模仿生产之物 （《牟托一号石

棺墓中铜和编钟的文化来源》，《三代考古 （八）》）。

（五）燕文化地区

河北涿鹿故城遗址清理了两座编号为Ｍ１、Ｍ２的战国贵族墓葬 （《河北涿鹿故城遗址

２号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第１０期；《河北涿鹿故城遗址 Ｍ１清理简报》，《文物》
第１１期）。涿鹿故城 （黄帝城）遗址２０１６年发掘情况得以公布，故城始建年代为战国时
期，沿用至汉代 （《涿鹿故城遗址２０１６年度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

张超华从都城的军事防御、周邻的军事防御、自然屏障防御等方面研讨燕下都的军事

防御体系，认为其具有方式多样化、体系多层次化、防御重点突出等特点 （《论燕下都的

军事防御体系》，《文物春秋》第５期）。印群将燕下都战国大墓与齐国战国大墓、中山王
墓、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对比，发现燕下都战国大墓的埋葬特点与前两处墓葬存在较大差

异，而接近固围村魏王室墓，即与三晋文化所属的中原文化相近 （《论燕下都战国大墓的

埋葬特点———与齐国战国大墓等比较》，《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

（六）齐鲁地区

山东滕州市大韩村东周墓地发掘４６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大中型贵族墓和１４９座
战国末期的小型平民墓，其中贵族墓Ｍ４３随葬４件带有 “倪大司马”铭文的铜器，墓地

或为倪国贵族家族墓地，对于枣滕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颇具价值 （《２０１９中国重要
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山东济南长清仙人台周墓 Ｍ４资料被公布，墓葬随葬品丰富，
属春秋中期絢国高级贵族墓 （《山东济南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Ｍ４发掘简报》，《文物》第
４期）。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的相关田野考古材料得以发表，包括城
墙和壕沟、宫殿区皇台、贵族墓地、仓储等遗存，对于认识邾国故城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

值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 《东南文化》第３
期），相关详细资料还见于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宫殿区南部２０１６年秋季调查简报》
（《东南文化》第３期）、《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２０１７年发掘简报》 （《东南文化》第３
期）。刘艳菲、王青、路国权以邾国故城出土陶量为基础探讨其与齐国量制的关系，发现

邾国量制与齐国量制非常接近，进而指出齐国量制可能在包括邾、鲁两国在内的山东地区

广泛适用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新出陶量与量制初论》，《考古》第２期）。
与齐国相关的考古收获：《临淄齐墓 （第三集）》 （文物出版社）公布了临淄周代齐

国故城遗址以南的１２座战国时期的大、中型墓葬和２座车马坑资料。２０１６年于山东淄博
褚家墓地抢救发掘的两座 “甲”字形夫妻并穴合葬齐国贵族墓，年代为战国早期，出土

有独
'

马车和陶俑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褚家墓地两座战国墓葬的发掘》， 《考古》第

９期）。
马立志认为周代寻氏铜器铭文中的 “寻”指的是文献中记载的周代谭国，并根据铭

文推测齐国伐灭之前的寻氏可能是子姓 （《论周代的寻氏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刊》第７期）。靳健根据山东莒县西大庄墓葬出土铜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
征，认为西大庄墓葬年代应为春秋早期，进而分析了西大庄墓葬的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原地

区的联系 （《再论莒县西大庄墓葬年代及文化属性》，《考古与文物》第２期）。郭梦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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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东周时期锡衣陶的分布、器物特征、值得关注的现象及其意义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

与分析 （《山东地区东周时期锡衣陶》，《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翟胜利认为
春秋战国时期海岱地区的盖豆的渊源，可追至商周时期的簋、敦类盛食器 （《海岱地区盖

豆类器物的渊源及命名问题辨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７期）。

（七）东北地区

吉林双辽大金山遗址新发现多处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大量动物骨

骼、鱼骨及蚌类、贝类等遗物。年代主要为战国至西汉初，应是季节性渔猎捕捞的临时居

住点。该类遗存在以往所见较少，此发现为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等研究开阔了视野 （《吉

林大金山遗址新发现多处青铜时代渔猎遗迹》，《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辽宁兴城朱家村发掘一座春秋时期木棺墓，为研究短茎式铜剑文化中的 “郑家洼子

类型”提供了新资料 （《辽宁兴城朱家村春秋木棺墓清理简报》，《文物》第８期）。成瞡
瑭、徐韶钢对郑家洼子类型的文化内涵、年代与性质等进行了分析 （《郑家洼子类型小

考》，《文物》第８期）。同时他们重新审视双房遗址，从遗迹遗物入手，作了文化因素的
深入分析 （《双房遗址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林森等人对东辽河流域青铜时
代猎头现象进行梳理，并探讨其内涵和来源 （《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猎头习俗初探》，《边

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

（八）吴越地区

安吉龙山１０７号古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在安吉县举行，该墓
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对于越文化的研究可谓意义重大

（《安吉龙山１０７号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在安吉举行》， 《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８日）。

（九）其他地区

昆明玉碑地遗址也发现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值得关注的是铜矿石、矿渣、红

烧土块和陶范的发现 （《云南省昆明东川区玉碑地遗址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

２５辑）。云南金平还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集采掘、冶炼于一体的矿冶遗址群 （《云南金平

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矿冶遗址群》，《新华网》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
李文瑛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哈密绿洲和吐鲁番盆地区域的纺织服饰

考古资料，探讨其织造技术、文化内涵以及与其他地区纺织服饰文化的交流 （《春秋战国

时期新疆地区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８辑）。王明辉等人考察新疆塔什
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人骨，认为该墓地人群具有古代欧罗巴和蒙古人种的特征，应

与人群的迁移有关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人骨初步研究》，《北方文物》第４
期）。王震重新探讨了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墓葬的年代等问题，将墓地分为三期，指出李

家崖文化面貌复杂，可能与晋国 “和戎狄”政策的历史背景有关 （《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

墓葬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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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专题研究

（一）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研究历来是三代考古的重点，主要涉及类型学分析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

究、墓葬器物组合、铭文释读、音乐考古、制作工艺及综合研究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

研究倾向。

类型学分析与谱系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主流。张懋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以器类、地区或纹饰区分，进行专题研究。向明文对巴蜀式青铜釜甑进行

型式划分和分期研究，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二期８段，涵盖战国早期早段至西汉早期早段，
并梳理了各阶段特征 （《巴蜀式青铜釜甑的类型、年代与分期研究》，《三代考古 （八）》，

科学出版社）。张昌平通过比较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凤鸟纹卣，梳理该类卣装饰风格以及

细部的演变，以此推断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相应陶范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 （《商周之际的

凤鸟纹卣———从孝民屯到石鼓山》，《考古与文物》第４期）。孙机根据文献资料和器形特
征，梳理了爵从三足爵、瓒形爵、雀形爵到杯形爵的谱系演变 （《说爵》， 《文物》第５
期）。成瞡瑭 《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朝鲜半岛出土青铜武器进行整

理与研究，分析其与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情况，值得关注。谭银萍、崔钧平对西

周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式演变进行考察 （《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文博》第６期）。
余波梳理了石寨山型铜鼓在云南文山地区的发展 （《西南地区青铜器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裴书研 《周原青铜礼容器研究》 （科学出版社）对周原出土青铜礼容器进

行综合分析。胡子尧、井中伟认为陕西淳化黑豆嘴遗址出土半月形有銎钺的产生应受到盘

龙城遗址的弧刃翘角铜钺的影响，后者经汉中地区传播到关中一带，同时，前者还吸收了

北方青铜器以銎纳籭的方式。（《黑豆嘴半月形有銎钺来源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第１期）。
考古学文化及深层内涵的揭示是青铜器研究的深刻指向。薛加友从川渝地区出土的商

周铜铃的角度分析巴、蜀文化的差异 （《西南地区青铜器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沈浩注和王宏对甘肃环县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进行研究，认为这批年代为春秋中

期至两汉时期的青铜器，应为义渠戎遗存 （《甘肃省环县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草原文

物》第１期）。杨欢综合分析四瓣目纹的纹饰种类、时空分布、施用规则、纹饰属性与文
化因素，认为这种纹饰主要流行于商末周初，分布地域较广，或可起到一种商文化标识的

作用 （《商周青铜器四瓣目纹研究》，《考古学报》第１期）。王祁分析了西周铜器尊卣的
组合模式及起源，指出尊卣组合的雏形期至少可追溯到殷墟三期，认为具有强烈殷遗民的

风格，至西周中期后段及其以后，墓葬中基本不见尊卣配对组合 （《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

研究》，《考古》第３期）。毕经纬提出商周青铜器存在中期质变，不会随着王朝更替而突
然变化，而是经过一段时间，至中期形成各朝特征。中期质变论的提出有助于揭示器物的

发展规律以及族群问题的研究 （《试论商周青铜器的中期质变》，《考古》第９期）。陈晓
倩透过物质遗存，揭示青铜器所反映的哲学思想。通过对古代铜鼓和铜提筒装饰内容的探

析，认为其体现了 “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思想及 “辩证统一”的早期哲学思想 （《中

国南方与东南亚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的哲学内蕴初探———以铜鼓与铜提筒为例》，《自然

与文化遗产研究》第４卷第８期）。青铜器产地的研究仍然受到重视。曹大志对有关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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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产地与风格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讨。他通过个案考察，提出在研究铜器产地时不仅

要重视器物出土信息，还应结合考古背景、器物风格 （器形、装饰、技术特点）、原料来

源等信息 （《青铜器产地与风格分析———来自黄土丘陵的三个案例》， 《南方文物》第５
期）。对于近年追缴的义尊和义方彝，韩炳华以两件器物为研究案例，提出铭文中显示的

丙族可能与灵石旌介晚商墓地的丙族有关 （《新见义尊与义方彝》，《江汉考古》第４期）。
张昌平认为义尊和义方彝铭文中 “武王赐义贝”的武王，应当是以谥号追称先王，作器

年代在成王时期。其在山西发现应与王季伐燕京之戎有关 （《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

及装饰风格》，《江汉考古》第４期）。
音乐考古方面成果亦不鲜见，器物地域性特征受到较多关注。陈艳 《春秋许公墓青

铜编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对２００２年发掘的许公墓出土甬钟、纽种、镼钟等三十
余件乐器进行研究。隋郁 《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结合定量分析的

方法从编钟的形制、音乐性能、音响性能及存在状态四个方面分析了两周时期越地青铜编

钟的乐器性能和地域性特点。马国伟 《先秦吴越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书，从

吴越音乐的考古发现出发，对吴越音乐文化的发展演变及文化交流作了较全面的探讨

研究。

青铜器制作工艺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袁艳玲 《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

通》（科学出版社）从楚系青铜礼器的类型学划分、组合形式、铸造工艺等方面分析，揭

示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流通体系等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楼主编

《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收录２０１６年 “商周青铜器暨铸造工艺研究

研讨会”参会学者论文共１３篇，内容主要围绕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展开研讨。苏
荣誉 《中国青铜器技术与艺术 （丁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对青铜器铸造

工艺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宏观层面、区域性青铜器铸造工艺与特殊器物工艺和风格等研

究内容。宫本一夫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礼容器的范铸工艺观察，发现该遗址有二里

头文化时期的双外范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三外范，进而得出商人占领二里头遗址并用之为

其制作青铜礼容器，反映出商王朝建立后对二里头遗址的统治理念以及经济政策 （《二里

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的青铜器生产》，《南方文物》第２期）。苏荣誉等
人从陕西淳化黑豆嘴墓葬所出一件青铜壶的技术和风格考察入手，提出扉棱分铸法源自南

方，推测武丁时期曾将南方的工匠迁至殷墟铸器 （《淳化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研究》，《文

博》第１期）。刘煜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对殷墟青铜

礼器的铸造工艺、技术来源及演进等问题进行探讨，复原殷墟青铜礼器铸造的工艺流程，

推动了殷墟青铜器技术研究的深入。岳占伟等依据殷墟出土实物，从器表范线、圈足镂空

等诸多方面，对商代扁体铜卣的铸造工艺作了全面阐述 （《商代扁体铜卣的铸造工艺研

究》，《南方文物》第５期）。郁永彬等人通过合金工艺、微量元素、铅同位素等方面分
析，提出叶家山铜器与王几地区及其他诸侯国铜器合金均为铜锡铅系统，进而认为西周早

期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集中管控与配置 （《试析西周早期社会青铜工业生产机

制———以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铜器为中心》，《文物》第５期）。刘百舸和胡刚对红铜
铸镶工艺红铜的固定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红铜铸镶青铜器的几个技术和艺

术问题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０期）。张吉通过对提链器的观察研究，发现
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各地区提链壶的结链方式与形制快速变化，但齐地提链壶自春秋晚期

至战国中期固定采用一顺多反的链序，认为这与齐国中心地区特定器类的标准化生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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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东周齐地提链壶的结链方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７期）。林思雨关注商代
青铜容器分范技术研究，对有关研究方式转变、模上施纹与范上施纹、垂直分范与水平分

范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重点分析孝民屯遗址发现后的新变化，并对相关研究提出展望

（《影响商代青铜容器分范技术研究的三个问题》，《南方文物》第５期）。
以科技检测与分析的方法来探讨青铜器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等方面内容见如：苏贝·

乃比等人通过对哈密柳树沟墓地青铜器的科技检测，认为其无论是器形、工艺、成分皆与

新疆东天山地区铜器较为相似。矿料来源与新疆西部伊犁州、甘肃西部地区铜矿联系密切

（《哈密柳树沟墓地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西域研究》第４期）。马仁杰等人对宜昌万福
垴遗址青铜器的金相组织和合金成分进行检测分析，显示其制作工艺与中原地区合金技术

传统有较大差异 （《宜昌万福垴遗址青铜器的科技分析及相关考古学问题》，《江汉考古》

第５期）。张吉等人对钟祥黄土坡墓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成分进行分析，
发现其与同期江淮地区青铜器较为相似，是楚系青铜器较为一致的生产管理之体现 （《钟

祥黄土坡墓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第３期）。王颖
琛等人就合金成分、金相和铅同位素比值初步分析了宁波镇海鱼山遗址出土铜器，其与临

近的浙江黄沿铅矿联系较小，但与中原及江汉等地区有较多的共性，反映了该地区复杂的

生产、流通关系 （《宁波镇海鱼山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南方文物》第３期）。
张吉和梁超等人对襄阳余岗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进行金相分析与成分测定，发现多数

为范铸而成，三件为锻制成形。这一发现在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襄

阳余岗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金相及成分分析》，《江汉考古》第３期）。郭建波和谢振斌从
三星堆青铜器矿源、产地、化学成分、制作工艺以及科学保护修复等五个方面，对以往三

星堆青铜器的科技分析成果进行归纳梳理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科技研究综述》，

《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９日）。黎海超等人对金沙遗址 “祭祀区”铜器进行微量元

素分组等研究，认为成都平原的铜器生产较为复杂，在早商时期可能已经开始独立的铜器

生产活动，且已经对具有本地特征的一些原料有所利用。金沙 “祭祀区”铜器所用的铜

料、铅料可能有不同来源 （《金沙遗址 “祭祀区”出土铜器的生产问题研究》，《边疆考

古研究》第２５辑）。相关研究还有张昌平 《从曾仲籠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

（《文物》第１１期）。
青铜器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颇多，关注者众。陈梦家 《中国铜器综述》（中华书

局）和 《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 （订补本）》（中华书局）的出版，对青铜器以及中国青

铜器研究史的阐述有着重要学术价值。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 《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时

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纹饰进行较为深入

的分析。《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中的风格与分类》（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书有

助于了解学者罗越和高本汉对青铜器研究的方法及理念。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

像集成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为商周青铜器铭文和图像的检索提供了便利。分

地域对青铜器进行整理和研究的著作也较丰富，包括秦岭南北 （成都博物馆： 《青铜为

记：商周时期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四川美术出版社）；山西地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李夏廷著：《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故宫出版社）；内蒙古地区 （杨建

华、赵欣欣：《内蒙古东周北方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岱地区 （毕经纬：《问道

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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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石器研究

根据玉石器的形制、纹饰演变等内容，揭示玉石器蕴含的深层内涵是其研究的主要趋

势。王青 《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考古出土的早期

玉器和镶嵌铜牌饰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探讨了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朱乃诚

认为夏商时期玉虎来源于凌家滩文化玉虎，至商代晚期一部分演化为玉龙，另一部分也是

西周玉虎的来源 （《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与流变》，《中原文物》第２期）。蔡青通过对先
秦玉质下颌托材料的梳理，认为中原地区玉质下颌托是因与西来文化的交流而产生，其应

与萨满教思想有关 （《先秦时期的玉质下颌托》，《文博》第３期）。左骏讨论了古代的射
箭活动向 “射”的礼制行为转变，伴随的是玉质射护具的产生 （《决拾既?———中国玉质

射护具的流与变》，《古代文明》第１３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唐锦琼梳理了先秦时期水
晶制品及其使用历程 （《先秦时期水晶制品初探》，《东南文化》第５期）。张绪球分析了
湖北地区战国时期玉器的分期、特征等问题 （《湖北地区出土战国时期的玉器概论》，《荆

楚文物》第４辑，科学出版社）。谢春明和陈程梳理了战国秦汉玉器中柿蒂纹的发展演
变，认为柿蒂纹出现于战国早期，流行于战国晚期，汉代柿蒂纹延续战国柿蒂纹样式，均

属楚式纹样 （《简析战国秦汉玉器中的柿蒂纹》，《荆楚文物》第４辑）。张强禄透过有领
璧环在南方的出现与发展考察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即通过夏商礼制文化的南渐，潜移默化

地推进岭南 “中国化”的进程 （《从华南所见有领璧环看夏商礼制南渐》， 《古代文明》

第１３卷）。李零对妇好墓出土的 “龙纽石器盖”和九沟西周墓出土的 “龙纽玉印”发表

新认识，认为可能其为图形印 （《妇好墓 “龙纽石器盖”、九沟西周墓 “龙纽玉印”及其

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６期）。和菲菲通过对比青铜器纹饰和玉器造型，认为陕
西澄城九沟墓地出土玉玺印属于图像印，而不是图形文字 （《陕西澄城九沟墓地出土玉玺

印再析》，《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
也有运用现代技术对玉石器的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等进行分析的研究。杨宽、赵俊杰

和何毓灵对殷墟石器在生产技术、遗址功能和性质等方面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

（《小议殷墟石器研究》，《文物春秋》第２期）。刘臖等人对新郑西亚斯东周玉器材料属性
与加工工艺进行科技分析，提出玉器加工工艺与材质属性、器型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新

郑西亚斯东周玉器材料属性与加工工艺的科技分析》，《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第３９卷第１１
期）。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和广东东莞博物馆课题组采用微痕分析、实验考古的研究

方法，分析村头遗址玉石器的片切割工艺，发现存在两种不同的技术传统，为研究商代华

南地区各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线索 （《东莞村头遗址出土玉石器的片切割工艺研究》，《南

方文物》第４期》。黄可佳对村头遗址石器的类型、使用痕迹进行观察，分析了石器的使
用、废弃及改制模式，认为该遗址属于石器消费型遗址 （《东莞村头遗址石器的使用及废

弃过程研究》，《南方文物》第４期）。

（三）漆木器与原始瓷研究

漆器方面，刘露对湖北楚国漆器的发现、制作工艺方面做了简要梳理 （《湖北楚漆器

制作工艺浅述》，《江汉考古》第 Ｓ１期）。卢一对先秦时期的漆器进行梳理，认为早期铜
器形制及装饰风格的重要来源是对漆木器的模仿，至晚期铜器也并未完全取代漆器的礼器

功能 （《论先秦礼器中的漆器传统》，《古代文明》第１３卷）。洪石对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

４７



器的类型、特点、分期和工艺源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讨论了绿松石原料的来源

问题 （《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考古与文物》第３期）。余静贵 《生命与符号：

先秦楚漆器的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分析楚漆器的形式规律，探究其反映的精神内

容，同时探寻楚人的审美意识对漆器艺术的影响。

郑建明通过对西周早期至战国原始瓷的分析，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原始瓷器类呈现出一

种明显的衰退现象，认为这与吴文化南下扩张致使越文化向南退缩有直接的关系 （《春秋

中晚期原始瓷的衰落与吴文化的南下》，《东南文化》第５期）。郎剑锋从临淄齐墓釉陶
的发现出发，认为其产生应是受到了吴越地区原始瓷传入的影响 （《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原

始瓷对北方的影响———从山东临淄齐墓出土釉陶谈起》，《江汉考古》第５期）。

（四）生业研究

从长时段的视角探讨区域生业是近些年所注重的研究方向。通过植物遗存来分析区域

农作物发展，以动物骨骼的研究来探究不同类家畜出现时间是生业考古的主要内容。

赵志军、刘昶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

稻遗存数量超过了北方旱作农业物粟、黍，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的背景有

关。而至二里岗晚期，小麦替代了粟、黍，成为主要的北方旱作农作物 （《偃师二里头遗

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农业考古》第６期）。郭荣臻、靳桂云主要通过对麦遗存分
布和相关数据分析，探讨了先秦时期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认为麦类作物至迟

在龙山时代传入中原地区，二里岗至殷墟时期麦作发展出现转折期，两周时期，持续稳定

发展 （《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江汉考古》第３期）。吕鹏、袁靖讨
论了黄河上游先秦时期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传播、生业方式的转化及其动因等问题 （《交

流与转化———黄河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方式初探 （下篇）》，《南方文物》第１期）。董
宁宁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新疆地区的生业研究》，《南方文物》第４期），罗运兵等
人 （《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第４期），潘艳和袁靖 （《新石

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 （二）》，《南方文物》第１期）分别讨论了新
疆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余罛、张海成探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南、华南地区的家猪饲养业。广西发

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家猪遗存，至距今４４００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家猪饲养已较为普遍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南地区的家猪饲养业初探》，《南方文物》第４期）。日本
学者菊地大树等根据殷墟出土的马骨检测，确定其属于家马；其又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

代及商代的马骨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应该在商代晚期

（《中国古代家马再考》，《南方文物》第１期）。尤悦和吴倩则通过分析新石器时代至东汉
的驴骨，提出家驴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可早至公元前５５０年至前２５０年 （《家驴的起源、东

传与古代中国的利用》，《北方民族考古》第８辑）。张哲等人讨论了辽西地区新石器至青
铜时代文化转向时生业的变化及对动物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辽西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

动物资源依赖度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张敏提出两周时期吴国形成以矿冶
业为主的生业形态，而越国主要生业形态为陶瓷业，致使吴越之间形成了特殊的 “资源

互动”模式 （《陶冶吴越———简论两周时期吴越的生业形态》，《东南文化》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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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方面

三代时期的军事防御体系和交通要道成为新的关注点。徐昭峰和申颖分别讨论了夏、

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认为夏至早商畿内防御体系主要为天然屏障；晚商至西周

时期，在畿外 “建侯卫”，以屏藩畿内。此外，夏商西周国家还重视军队建设，以求防御

体系的完备 （《试论夏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中原文化研究》第４期）。高江涛
分析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的三条道路，指出三条要道具有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军事发

展、盐铜资源运输等重要功用。此为分析文化互动与区域文化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 “中条縫津道”》，《中原文物》第１期；《洛阳盆地与
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 “虞坂巅?道”》，《中原文物》第２期；《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
道路之 “轵关陉道”》，《中原文物》第３期）。此外，程文博对三代盐业考古发表议论，
认为珍珠门文化兴起与商王室对海盐重视有关，其衰亡可能与西周王朝转为重视山西池盐

有关 （《论珍珠门文化兴衰与商周鲁北制盐业的关系》，《中原文物》第３期）。鲁晓珂等
人通过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对山西襄汾陶寺等六个遗址出土白陶的原料来源进行考

察，为研究黄河流域白陶的产源关系打开思路 （《基于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的白陶原

料来源研究》，《华夏考古》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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